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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均衡：一个博弈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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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制度的性质和环境将所有制度分为四类：完全契约下的正式制度，不完全契

约下的正式制度，完全契约下的非正式制度和不完全契约下的非正式制度。从一个基准模型

出发，通过不断放松假设，文章梳理了使用经典博弈论方法分析制度产生、持续或变迁的经

济学文献，并归纳了若干主要结论。最后，作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构建一个完整

的制度动态学理论所面临的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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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一）为什么是制度？ 
经济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新古典经济学从资源配

置的角度强调了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的角色，新政治经济学更深入地分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

对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制度经济学则从根本上揭示了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因为

制度决定了经济主体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激励，决定了经济政策的制定，决定了禀

赋相似的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差别。 
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第一，制度重要吗？第二，如果制度是重要的，那么为什

么很多国家会有不同的制度？经由North等人开创的里程碑式的理论分析（North and 
Thowmas，1973；North，1981，1990；Acemoglu et al.，2005a）和Acemoglu等人提供的令

人信服的经验证据（Knack and Keefer, 1995；Mauro，1995；Barro，1997；Hall and Jones，
1999；Acemoglu et al.，2001，2002，2005b），经济学家们对于“制度是重要的”这一论断

已经不存在什么疑问了。有疑问的是，制度究竟是不是最重要的。① 如果说制度是决定国

家贫富的关键因素，那么在长期中所有国家的制度都应该趋同，至少那些模仿了“好的制度”

的国家应该像发达国家一样富裕。但是，这种理想情况并没有成为现实。从西方到东方，无

论是发达国家之间还是欠发达国家之间，制度形式各不相同，经济绩效也千差万别。在 19
世纪拉美国家普遍采用了美国宪法，但是并没有取得美国式的经济增长（North，1990）。

联合国发布的《2006 年人类发展报告》表明，当今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仍在增大（UNDP，
2006）。可见，制度应该内生于特定环境，其生命力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制

度经济学还必须回答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制度是如何被内生地决定的？经历了 1990 年

代初期的喧嚣和繁荣之后，制度经济学陷入了短暂的沉寂和反思，然后集中探讨制度产生、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市 100872。作者感谢周业安、沈吉、柯容住、江艇、方明月以及人大“契

约与组织理论研讨班”的成员。文责自负。 
① 例如，Glaeser et al（2004）认为“先有增长，后有制度”，并且针对Acemoglu et al（2001）这篇著名论

文使用的制度的工具变量（殖民者死亡率）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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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或变迁的内在过程，并且最终构造一个完整的制度动态学（institutional dynamics）理论。

作为一篇关注制度经济学前沿的综述，本文因此将主要讨论制度内生。 
 

（二）为什么是博弈论？ 
①早期制度变迁或产权经济学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新古典价格理论 ，而本文的分析视

角是经典博弈论，更准确地说是非合作博弈论。价格理论只是从静态角度分析供求两侧的市

场均衡，而博弈论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互动的角度将制度刻画为一个纳什均衡。将制度理解

为纳什均衡的第一个好处是，当我们发现真实世界的社会制度不完美时，我们不是去对人进

行思想改造，而是去通过改变约束条件来改进现有制度。因此，Myerson（1999）甚至认为

纳什均衡应该成为所有分析社会制度的共同工具，并且这一概念的提出堪与DNA的发现相

媲美。博弈论方法的第二个优点是，它强调了结果对于规则的敏感性，这有利于将历史因素

融入到制度分析之中（Greif，2002）。第三个优点是，博弈论允许多重均衡，有助于解释

现实制度的多元化。事实上，今天的制度经济学家大多数都明显地或者隐含地从博弈论的角

度来研究制度。他们或者将制度看作一种博弈规则（North，1990），或者将制度看作博弈

均衡本身（Schotter，1981；Dixit，2004；Acemoglu，2005），或者将制度看作是一个包含

了博弈规则和博弈均衡的系统（Greif，2006）。当然，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均衡，否则它就

不是可实施的（enforceable）。 
然而经典博弈论本身并不是完美的，使用博弈论分析制度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经典博

弈论的第一个缺陷是，它要求参与人具有完备的、封闭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或者说

关于博弈规则的共同知识，这实际上要求参与人是超级理性的。但是，Greif（2006）乐观

地认为，如果把参与人面临的环境看作制度化的规则（institutionalized rules）而不是博弈规

则（rules of the game），那么当这种制度化的规则加总了分散的私人知识和信息，从而提供

了共享的认知、信息和协调时，这就相当于弥补了个人的有限理性。② 经典博弈论的第二

个缺陷是多重均衡，这使得它的结论是不稳健的（non-robust），从而给经验检验带来了困

难（Greif，2002）。经济学家解决多重均衡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使用更强的均衡概念（例

如序贯均衡）进行精炼（refine）；通过限制参数范围对均衡集进行识别（identify）；通过

在具体环境中显性建模来选择均衡。选择方法更为常用，选择的工具主要是历史证据和聚点。

没有完美的分析工具，因此重要的不是博弈论是否有缺陷，而是对于我们要分析的制度内生

问题而言是否存在更好的分析工具。 
 

（三）为什么这样写？ 
    本文从经典博弈论的视角评述当前主要的制度理论。限于篇幅，我不得不舍弃使用演化

博弈论（如Young，1998）、主观博弈论（如Aoki，2001）和其他方法分析制度的文献，以

及以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的新政治经济学（如Persson and Tabellini，2000；Merlo，
2005）。根据制度的性质，可以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③ 根据制度的环境，

又可以将制度看作完全契约或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④ 我将按照这两个维度把

制度分为四种类型，并且围绕每种制度的产生、持续或变迁来梳理现有文献（如图 1）。 

                                                        
① 前者例如North（1990），后者例如Demsetz（1967）、Cheung（1970）、Libecap（1989）和Eggertsson
（1990）。 
② 这就好比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价格以最小的成本为市场参与人提供了需要的所有信息（Hayek，1945），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③ 正式制度包括“宪政、法律和产权”，非正式制度包括“认可（sanction）、禁忌、风俗、传统以及行为

模式”（North，1991，第 97 页）。简单地说，凡是被官方或法律授权的制度都是正式制度，其余的都是

非正式制度。 
④ 完全契约是指能够在事前完备地规定当事人在所有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存在一个第三方保证条款

得以执行的契约，否则就是不完全契约（Hart and Holmstrom，1987；杨瑞龙、聂辉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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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制度图示 

     
在叙事风格上，我模仿世界计量经济学大会的论文（如 Merlo，2005），通过建立和扩

展基本模型来导出现有文献的主要结论。但是考虑到不同的制度经济学者的分析思路不完全

相同，我必须在逻辑的一致性和内容的全面性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借鉴 Greif（2006），我

们分析一个如下基准模型。考虑一个长途贸易环境，其中商人是货主和委托人，伙计是代理

人。委托人雇佣代理人携带其货物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交易，他获得贸易的收入并支付工资

给代理人。代理人可以欺骗委托人（例如侵吞货物）而获利（收入为α ），也可以诚实履

行契约（收入为 ）；委托人可以雇佣代理人（收入为w γ ），也可以不雇佣代理人（收入

为 ，此时代理人收入为k w ）。使用博弈论方法，我们可以将代理关系双方的收益矩阵描

述如表 1。先假定 k wγ > + 以便体现合作效率。我们分析的制度内生问题现在转换成这样

一个问题：在不同的环境下解决商人和伙计之间的代理问题的均衡解是什么？ 
 

委托人  
雇佣 不雇佣 

欺骗 α ，γ α− w ，  k代理人 
不欺骗 w， wγ − w ，  k

表 1 基准模型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讨论作为完全契约的正式制度，例如经济机制；第三

节讨论作为不完全契约的正式制度，例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宪法；第四节讨论作为完全

契约的非正式制度，例如仲裁、商会等私立秩序（private order）；第五节讨论作为不完全

契约的非正式制度，例如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下的产权以及文化信念等。最后是展望。 
 

二、正式制度与机制设计 
 
    （一）机制设计理论 

如果一个制度是一个完全契约，那么在机制设计理论看来，我们可以通过设计一种博弈

规则，在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IR）和激励相容约束（IC）的前提下最大化委托人的期望收

益。这种被人为地设计出来的博弈规则就是一种正式制度，不过它在机制设计文献中通常被

称为机制（mechanism）。由Hurwicz（1973）、Myerson（1979）和Maskin（1999）等开创

完全契约 

产生

持续

中介 经济机制 

变迁

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 

产权 政治制度 

不完全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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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设计理论解决了参与人在信息不对称或知识分散条件下，如何通过一个可实施的制度

实现一个社会最优目标的难题。① 让我们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假设：假定一个代

理人是“好人”（g）的概率是 p−p ，是“坏人”（b）的概率是1 ；好人不会欺骗，坏人

总是欺骗。这样，我们就将基准模型由一个道德风险问题转化为一个逆向选择问题。一个最

大化委托人利益的目标规划（P1）如下：②

( )bV w w≤{ ( )}
w

Max E p wγ − ( )gV w w≥ s.t.  和  

结论 1：在完全契约下，存在一种正式制度或机制（贝叶斯纳什均衡）满足目标规划（P1）。 
只要 足够大，并且代理人的效用函数满足 Spence-Mirrlees 条件，那么利用显示原理

和库恩－塔克定理，目标规划（P1）的解就是一种能够将骗子筛除的机制。当参数发生变

化时，解的范围和性质也随之变化，这可以解释该机制的持续和变迁。然而，当存在多个代

理人时，此时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交流通常是有成本的，或者代理人之间可以进行交流，

显示原理就不起作用，从而最佳机制会因代理人之间的合谋而失灵。因此，后期的机制设计

文献以及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致力于解决防范合谋的（collusion-proof）机制设计问题。例

如，Laffont（2000）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存在合谋威胁时的宪政设计、分权和规制制度。相对

于早期的假定“仁慈的社会计划者”并且没有考虑防范合谋的激励理论（如Laffont and Tirole，
1993），这是一个明显的改进。然而，广大欠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完备的宪政和法治，因此

Laffont（2005）最后提出了一个带有有限实施能力的新规制理论。如果考虑更复杂的博弈结

构，我们还可以设计更精巧的机制。有趣的是，“主流”新制度经济学家也借鉴了机制设计

理论的思想，例如 North and Weingast（1989）认为英国 1688 年“光荣革命”之后形成的君

主立宪制就是一个被革命的胜利者设计的最佳机制。一方面，君主立宪制以君主虚位的形式

消除了王室违背宪政契约的能力，使王室做出的承诺是可信的；另一方面，议会并没有取代

王室，这满足了王室的参与约束。因此，新制度显著地促进了对私有产权的保障，这一结论

被英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史所证明。历史上，的确有很多成功的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典型的例

子莫过于由 James Madsion 和 Alexander Hamilton 等建国精英们设计的美国议会制度。众议

院议员按人口比例选出，体现民主；参议院议员每州两名，体现共和。这样大州和小州的权

益都得到保障。 

p

（二）评论 
机制设计理论有力地强调了信息在制度或机制设计中的重要地位，并且提供了一些精确

的、可操作的方案。虽然它设计的机制在理论上似乎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其现实基础有时却

十分脆弱。首先，最佳机制的实施依赖于一个全能的“社会计划者”和无私的第三方（如法

院）的存在。社会计划者的效用函数常常存在争议，因为即使民主国家的经济制度或政策也

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此外，现实中的第三方也会和当事人合谋，这导致最佳机制无

法实施。其次，机制设计理论所设计的很多“机制”还称不上是一种“制度”。目标规划（P1）
的均衡解实际上是给定委托－代理关系时的一种最佳工资契约，然而这种代理关系又是如何

内生的呢？机制设计理论需要将制度环境拓展到不完全契约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见下节）。

第三，机制设计理论认为制度产生于人为设计的博弈规则，因此它无法解释制度的起源和变

迁，而它对制度持续的解释只能是一种比较静态学。如果追根溯源，现实中的社会制度很难

说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即便精巧如美国议会制，也可能是设计者饱受英国教育和政治环境浸

染的结果。但机制设计理论仍然给我们分析制度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它表明，合意的制度必

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必须是可实施的。这正是 North（1990）在制度的定义中要强调“实施”

                                                        
① Hurwicz、Maskin和Myerson因为在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奠基性贡献而获得 200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② 当委托人需要剔除低类型代理人时，只需要满足高类型代理人的参与约束，而不需满足激励相容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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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义。有时候，政府的确可以引导社会制度收敛于为了实施某种目标的均衡。 
 

三、正式制度与统治者偏好 
 
    （一）产权理论与宪政设计 

如果契约是不完全的，那么就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正式制度来，因为一些关键条款无法

以可证实的方式写入契约。此时，均衡的制度必须是自我实施的，而不是第三方实施的。略

微修改一下基准模型的假设，假定委托人为了进行贸易必须在雇佣代理人之前做出一笔关系

专用性的人力资本投资σ ( )C σ，其成本为 。投资的价值和成本都是对双方可观察但是对第

三方不可证实的变量，因此契约是不完全的。由于关于收益的关键变量不可证实，因此不仅

代理人的工资无法通过契约规定，而且代理人还会利用这种双边锁定关系对委托人敲竹杠

（hold up）。此时唯一可以激励的制度就是产权。换言之，比目标规划（P1）更进一步，

我们现在要将委托－代理关系内生化。建立在Williamson（1985）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础

上，由Hart等人开创的企业的产权理论（Grossman and Hart，1986；Hart and Moore，1990；
Hart，1995）分析了不完全契约下的最佳产权安排。   ①

{ (Max C
σ

)}γ σ σ+ −考虑修改后的基准模型。社会最优的目标规划为： ，其一阶条件

为： ( ) 1C σ′ = 。在不完全契约下，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根据纳什谈判解平分合作剩余，并

且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外部选择权（outside option）分别为 0 1λ< <( )λ γ σ+ 和w ，其中 。

那么当产权给予委托人时，其目标规划（P2）为： 
1
2{ ( ) [ ( ) ] ( )}Max w C

σ
λ γ σ γ σ λ γ σ σ+ + + − + − −  

1
2( )C λσ +′ =目标规划（P2）的一阶条件为： 。相反，如果把产权给予代理人，最大化

委托人效用函数的一阶条件为： 1
2( )C σ′ = 11

2 2 1λ+< <。利用 并且比较各种产权结构（非一

体化、委托人拥有产权、代理人拥有产权等）后，我们可以得到： 
结论 2：在不完全契约下，敲竹杠导致最佳产权总是存在专用性投资不足，并且由对投

资重要的一方拥有产权是最佳的。②

产权理论的建模方法仍然是机制设计理论，所不同的是第三方实施的内容由具体的契约

条款变成了产权本身。因此，它仍然无法解释产权的起源，只是将其归结于政治和经济制度。

比产权理论走得稍微远一点，Aghion and Bolton（2003）利用产权理论的思想提出了一个不

完全社会契约模型。他们把制宪看作是设计一种最佳不完全社会契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宪法规定的通过一部法律所需的赞成票比例太高，那么法律就会失去一定的灵活性；比

例太低，就容易导致既得利益者对少数派的权利剥夺。因此，最佳的多数票规则在最小化补

偿既得利益者的成本和最小化剥夺少数派的范围之间权衡取舍。Aghion et al.（2004）沿着

这一思路讨论了对官员的最佳制衡问题。如果事后制衡太多，那么事前的立法就会受阻碍；

制衡太少，则容易导致多数人暴政。从不完全契约和机制设计的角度来分析宪政问题，最薄

                                                        
① 聂辉华（2004，2005）综述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及其与产权理论的关系。聂辉华、杨其静（2007）综述了

产权理论的最新进展，指出了后期产权理论模型与前期的GHM模型的显著差异。 
② 在这个模型中，只有委托人做出可变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他对投资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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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现实基础是，现实状态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宪政设计不可能频繁地根据预期以及甚至无

法预期的事后状态进行事前最佳调整。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复杂的环境下思考制度起源问题。 
（二）North 的制度理论 
企业的产权理论隐含地假定产权由作为第三方的国家来实施。问题是，由国家界定的产

权一定是有效率的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多国家依然处于贫困

的状态并且国家间贫富差距在拉大。在历史的长河中，演化或竞争的压力并没有使那些低效

率的（inefficient）产权被淘汰。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效率的产权呢？

North（1981）将这一问题看作是经济史的根本问题，这也是我们开篇提到的问题。 
North从统治者偏好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探讨。通过合法拥有暴力，国家在

界定产权、提供保护和公正方面拥有规模经济优势，但是这种合法暴力反过来也可以破坏产

权。因此，国家就像怪兽利维坦，它既具有最大化社会福利的一面，又具有最大化垄断租金

的一面。① 当两者相冲突时，理性的统治者必然以牺牲社会福利为代价来实现垄断租金最

大化。因此，国家的存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North，1981）。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当统治者的偏好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发生冲突时，为什么不能在统治者和

被统治者之间进行科斯式谈判呢？因为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很高（North，1990），不存在

一个超越于国家之上的第三方可以保证国家兑现承诺（Acemoglu，2003），所以科斯定理

不再成立。换言之，由国家创生的制度是一个不完全契约。 
制度产生于统治者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选择，但是它仍然必须是一个纳什均衡。North

（1990）明确指出，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在参与者的谈判力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

一系列契约给定时，没有一个参与者有花费资源进行再谈判的激励。但制度均衡不是一成不

变的。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和统治者的偏好变化。当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

动时，制度企业家会从中发现制度创新的利润，从而推动制度发生诱致型变迁（North and 
Thowmas，1973）。但是按照这个解释，低效率的制度就不会出现了。因此，North（1990）
将低效率的制度归咎于由学习效应、协作效应、锁定和适应性预期导致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由有限理性导致的参与者的主观主义。但是参与者的主观主义又是如何形成

和演化的呢？最近North（2005）进一步指出，由于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不确定的（uncertain）
和非各态历经的（non-ergodic）②，人们只能从不断的学习中形成共享的心智模式，进而演

化出共有的信念系统或主观主义。人们的主观主义影响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形成，进

而决定了人们的互动行为和结果，然后人们从结果反馈中再修正自己的主观主义，如此反复

乃至无穷。 
在 North 看来，制度起源于具有不同偏好的参与者博弈的过程，而这种偏好又是在变化

的环境下互动的结果。由于环境变化、有限理性、路径依赖和搭便车问题，相对价格变化和

交易费用约束在短期内很难使制度偏离均衡，因此低效率的制度常常持续很长时间，并且制

度变迁只能在边际上进行。 
从一开始不承认低效率的制度的存在（North，1973），到将低效率的制度归咎于统治

者的偏好冲突和要素相对价格不变（North，1981），再到路径依赖和有限理性（North，1990），
最后追踪到不确定性和非各态历经的环境（North，2005），North 对制度的解释路线由新古

典主义到新制度主义再到行为经济学，这避免了机制设计理论不得不面对的制度起源和现实

基础等难题。在我看来，制度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不管是统治者集团还是发动

制度变迁的政治企业家，他们都必须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这是我们洞悉制度变迁过程的必

经之路。遗憾的是，尽管 North（1981）很早就注意到了意识形态对于解决搭便车问题的作

                                                        
① 杨瑞龙（1998）称之为“诺思悖论”。 
② North认为非各态历经特征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正在不断地创造一个新奇、异常的世界，

那么我们从过去经验中发展的理论如何能够处理这个异常的世界呢？”（North，2005，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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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是后期的理论却没有进一步将个人偏好与集体行动结合起来。也许，这是秉持新古典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三）Acemoglu 等的制度理论 
借助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并将政治权力和大样本历史数据加入到制度分析之中，

Acemoglu 及其合作者 Johnson、Robinson（简称 AJR）等人近年来在制度经济学界刮起了一

阵飓风（Acemoglu et al.，2005a；Acemoglu et al.，2001，2002，2005b）。尽管 North（1981）
深刻地指出了制度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全社会选择的结果，但是并没有指出是什么

交易费用导致了统治者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AJR 则明确指出这是由不可置信的政治承诺

所导致的。他们以社会冲突论（social conflict view）为分析框架，以承诺问题为切入点，以

政治权力为核心，初步构建了一个制度产生、持续或变迁的框架。在他们的框架中，经济绩

效由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由法定的（de jure）政治权力和事实的（de facto）政治权力决

定，这两者又分别由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决定。并且，当期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又分别由

前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制度决定。这是一个制度内生的闭环。 
为了更具体地阐述AJR的基本观点，我们以Acemoglu（2003）为基础暂时偏离一下基准

模型，把市民和统治者分别看作委托人和代理人。① 市民投入努力e从事生产并向统治者上

缴 一 次 性 总 付 的 税 收 T 。 市 民 的 生 产 函 数 为 1( )i i
t ty e θ− R= + ， 效 用 函 数 为

。
0

[ (1 ) ]T−j
t t j t j

j
u y eδ θ

∞

+ +
=

= − −∑ θ δR为参数， 为来自自然资源的收入， 为双方共同的

贴现因子。为躲避征税，市民也可以采取一种次优的生产技术（例如自给自足）：

1( )i i
t tn b eθ θ−= ，其中 。我们用税收来代表产权或经济制度，这样政治承诺问题就被模

型化为一个税收的承诺问题。根据上述假设，可以算出市民交税的期望收益为

1b <

1
bW θ
δ

=
−

11( ) [ (1 ) ]
1

W e e R e Tθ θ
δ

−= + − −
−

− ，躲税的保留效用为 ；统治者遵守承诺的

期望收益为
1

TV
δ

=
− 1

RV
δ

=
−

1V e R Vθ δ−′ = + +，保留收益为 ，事后违约的期望收益为 。

我们用一个类似基准模型的收益矩阵来表示市民和统治者之间的无限重复博弈（表 2）。 
 

统治者  
守信 违约 

交税 W(e)，V 0，V’ 市民 
躲税 W，V W，V
表 2 市民－统治者博弈 

     

在社会最优的情况下，一次性总付的税收不会扭曲边际上的努力激励（ ）。但是

因为统治者本身是缔约方，并且“违约”是其优势策略，因此在一次性博弈中它的承诺是不

可置信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躲税，违约）成为一个低水平均衡（ ）。

问题是，重复博弈能够支持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均衡吗？不妨考虑一种一般情形，统治者和市

* 1e =

** 1e b= <

                                                        
① 统治者究竟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这取决于我们在国家的起源问题上是坚持契约论还是掠夺论。限于篇

幅，我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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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具有一定的谈判力，因此我用对称的纳什谈判解来决定双方的收入分配。那么，一个分

别最大化市民和统治者的目标规划（P3）如下： 

*** ***1 (1 )[ ]
1 2

e R T bMax b θ θθ
δ

− + − −
+

−
和

***1 ( )
1 2

T RMax R
δ

−
+

−
 s.t.  V V ′≥

1
*** [2(1 )]e θδ= −

***
*** (1 )

2
e bT R θ θ− −

= + 。一般地， 。 *** *e e≠，解上述规划，得：

结论 3：在不完全契约下，由于政治承诺不可置信，均衡制度是低效率的。 
结论 3 可以看作是扩展版的结论 2，它表明了经济上的敲竹杠是经济制度低效率的来源

之一（Acemoglu et al.，2005a）。模仿Acemoglu（2005），我们在市民－统治者博弈中假定

统治者也生产，再加入不掌握生产技术而只能提供劳动力的农民。① 为了降低自己的生产

成本，统治者可以操纵要素价格，这是导致经济制度低效率的第二种来源——害怕成为经济

失利者（economic losers）。尽管现有理论强调了经济失利者的重要性，但是AJR认为只有

在政治权力分析框架下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失利者不通过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租金。例如，英

国“圈地运动”增加了地主的租金，但是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尽管农民进行种种集体行动

（如暴动），但是最终没有能力阻止这一运动，因为他们不掌握政治权力。进一步放松假设，

允许政权更替的概率内生于市民的收入。为了巩固政治上的地位，统治者会采取更为扭曲的

经济政策，这是导致经济制度低效率的第三种来源——害怕成为政治失利者。Acemoglu
（2005）还解释了低效率的政治制度出现的原因。生产率越高，人数越多，那么由该集团专

政的相对效率就越高。这意味着，统治精英在生产上相对于市民越是缺乏生产效率，那么就

越是容易导致低效率的政治制度均衡。 
法定的政治权力和事实的政治权力的互动决定了制度变迁。如果事实的政治权力不能挑

战而是加强了法定政治权力，那么制度就会持续；反之，则制度可能变迁。上述模型中，由

于存在正的收入，市民可能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对精英统治者的政权形成威胁。面对威胁，

精英统治者可以做出三种反应：（1）临时让步，例如减税；（2）放弃政权，让市民专政；

（3）镇压。Acemoglu（2005）刻画了这三种政治均衡的条件。当有限的让步不能让市民满

意，而镇压风险太大时，只有“通过将政治权力从精英转移到市民手中，民主作为一种对有

利于市民的政策的可信承诺出现了”（Acemoglu and Robinson，2006，第 xiii 页）。然而，

从非民主到民主的道路曲折反复。一个高度不平等的非民主社会的确可能由于穷人的革命威

胁而转变成民主社会，但是这种不平等的民主社会是很不稳定的。因为不平等的社会需要大

量用于再分配的税收，而这是穷人政权难以长期承诺的，同时也必然加重对精英的剥夺，所

以这会促使精英暴动。最终，不平等的民主社会陷于动荡不安和财政困境（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另外，统治精英也可能通过惠及自己的经济制度来加强事实的政治权力，

这抵消了他们法定的政治权力的失利，结果出现一种“被俘获的民主”（Acemoglu and 
Robinson，2008）。这似乎悲观地印证了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Michels，1915）。 

通过揭示利益集团冲突过程中的政治承诺问题，并强调了政治权力和制度之间的互动，

Acemoglu及其研究团队为制度内生构建了微观基础，这是一个重要贡献。但相对于一个完

整的制度动态学理论，AJR的分析框架还有待完善。第一，权力观与效率观的冲突。AJR过
于强调政治权力对于制度选择的作用，但是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却是效率。如果政治权力不受

约束于效率的竞争，那么经济学就应该停留在霍布斯丛林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是制度

的竞争，因此国际压力对制度的选择的影响不可低估。然而，现有的理论还很少注意到这点。

第二，统治者偏好的理论基础。如果制度的选择主要是统治者最大化其偏好的结果，那么制

                                                        
① Acemoglu（2005）原文指工人，为了与前面的模型一致，我冒昧地采取了更符合中国特色的这种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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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经济学理论似乎只要研究统治者的偏好就可以了。在Hayek（1955）看来，这应该是心理

学的任务。如果统治者的偏好的确会影响制度的选择，那么我们应该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研究

形成这种偏好的制度基础。我们必须回答，在统治者的效用函数中社会福利占多少以及为什

么占这些权重？否则，就难以解释那些民主国家或有效率的制度的出现。第三，集体行动的

理论基础。AJR舍弃了North关于有限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但又没有为集体行动提供理

论基础，从而难以完整地解释制度变迁。如果假定收入是集体行动的前提（如Acemoglu，
2005），那么如何解释历史上革命的主体往往是没有收入的农民和工人呢？如果精英可以收

买农民和工人，那么不同集团或阶层之间的政治联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① 第四，非正式

制度的作用。在AJR的框架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子。如下所述，没有非正式制

度的制度理论是不完整的。 
 

四、非正式制度与第三方实施 
 
    （一）非正式制度 

新古典经济学把政府和法律的存在当作隐性前提，然而很多欠发达国家都缺乏功能良

好的政府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文化信念、社会规范、中介组织乃至黑社会等无处不在的非正

式制度维持着这些国家的存在和增长。这些非正式制度也被称为私立秩序（Dixit，2004；
Greif，2006）。North（1990）指出，即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选择的

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但是非正式制度在制度经济学文献中受到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如正式制

度。原因在于非正式制度难以测度，因此基于可观察性和可证伪性的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在

这方面是有缺陷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遗漏变量的问题（Greif，2006）。② 各国的经济增

长特别是转型经济的成败促使人们认识到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Rodrik，2003）。 
由于非正式制度缺乏政府和法律的权威，不具有强制力，因此只能依靠参与者之间进

行重复博弈所产生的声誉来实施。从博弈论的角度可以将实施契约的力量分为自我实施和第

三方实施。能够被第三方实施的非正式制度必定具有某些可证实的证据，因此属于完全契约。

我们首先在一个完全契约框架下分析能够被第三方实施的非正式制度，包括联盟、仲裁乃至

黑社会等中介组织。 
（二）商人联盟和商会 

k γ α> −wγ α> >现在回到基准模型（表1）。不失一般性，假定 且 ，那么这就是一

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在一次性博弈中，均衡结果是商人和伙计不合作。理论上，应用无限重

复博弈中的无名氏定理可以解决这个合作难题，关键是如何解决信息传递和集体惩罚这两个

问题呢？Greif（1993）讲述了11世纪马格里布商人通过建立自发的商业联盟来解决货物远

距离贸易难题的有趣故事。对马格里布商人而言，他们同属一个社会网络，而且传递信息是

互惠的，因此传递信息的成本很低。对代理人而言，如果诚实守信可以得到报酬溢价，而欺

骗则可能使未来收益减少，那么机会主义行为就能得到遏制。更重要的机制是，如果马格里

布商人如果不惩罚骗子，就会提高他们的工资成本，因此马格里布商人没有雇佣非马格里布

伙计的激励。③ 将基准模型扩展为一个完全信息无限重复博弈，Greif（1993，2006）证明

了： 

1ch <(0,1)δ ∈结论4：假定贴现因子 且骗子被雇佣的概率 ，那么在一个多边惩罚机制

                                                        
① Acemoglu et al.（2007）最近讨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联盟形成机制。 
② 例如，Acemoglu et al.（2001）在他们的计量分析中没有发现非正式制度的显著作用。 
③ 事实上，马格里布商人是相互进行代理的，因此每个商人又可以做其他商人的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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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δ →下，一个商人严格偏好于雇佣一个诚实的伙计。假定贴现因子足够大（ ），那么多边

惩罚机制优于双边惩罚机制。 
刚才分析的是商人之间的声誉问题，Greif et al.（1994）还研究了商人与国家之间的声

誉问题。当国家拥有合法暴力从而可能破坏产权时，哪种非正式制度能够确保中世纪地中海

一个贸易中心的运转？历史记录表明，多数时候统治者－商人的关系治理既非依靠双边声誉

机制，也非依靠多边声誉机制，而是依靠一种正式的组织——商会①（merchant guild）。商

会维持集体惩罚可信的方式是强制商人之间进行交易，并且提供了监督、协调和内部实施机

制。商会迫使统治者为了长远利益在贸易扩张时尊重商人的权利。②

（三）其他中介组织 
既然交易者自愿成立的组织有助于交易的治理，那么制度企业家会发现成立一个专门

治理交易的私人第三方组织也是有利可图的。今天的征信局（如邓白氏公司）、信用卡中心

（如VISA）、仲裁事务所乃至黑社会都是在正式制度缺失或庇护下进行交易治理的中介组

织，有趣的是这些组织都有古老的历史。Milgrom et al.（1990）表明了在缺乏国家对契约的

保护和商业法律的中世纪早期，法律商人制度（law merchant system，LMS）可以解决大范

围内的贸易违约问题。尽管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可能是一次性的，但是因为法律商人保留了交

易者的诚信记录，因此博弈过程实际上是重复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由LMS支撑的声誉

机制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当然，LMS不是完美的。当贸易的范围扩大到多个国家时，分

权的LMS搜集信息的成本可能很高，以致由一个集权的国家通过官方法庭来替代它更能节

约交易费用。因此，LMS在中世纪晚期或现代早期的西欧逐渐被取代了。 
对我们的基准模型略加修改，现在假定委托人也可能欺骗代理人（例如拖欠工资），

并且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类型都是私人信息，因此现在是一个双边囚徒困境。博弈的时序如下：

（1）参与人以价格 向法律商人（LM）查询对方的历史，LM报告所得信息；（2）两

个参与人进行囚徒困境博弈并得悉结果；（3）一方可能在交易受骗后以成本 起诉；

（4）假如一方起诉，LM做出判决 ；（5）假如判决被告违约，被告可以支付罚金

0Q >

0C >

J ( )f J ，

也可以拒付；（6）LM永久性地记录没有履行的判决。可以证明：③

结论5：如果价格 不是很高，那么LMS是一个序贯均衡。 Q

注意到，上述模型忽略了中介组织本身的道德风险问题，例如LM可能会跟一个当事人

合谋，伪造对另一个当事人欺诈的记录并以此向对方勒索，或者帮助一个当事人隐瞒不利的

记录。Dixit（2003a）在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讨论了这种情况，发现如果当事人使

用冷酷－触发策略时，中介组织之间激烈的竞争会缩短在位中介组织的生存时间，从而使得

它更有可能对客户进行欺骗或勒索。类似LMS的中介组织属于信息中介（information 
intermediary），还有一种执行中介（enforcement intermediary），后者不仅收集信息，而且

要对违约者实施惩罚。Dixit（2003a）将两种中介组织与社会最优进行了比较，发现信息中

介会供给不足，而执行中介的收益高于其服务所产生的社会收益。除了合法的中介组织，一

些经济学者还研究了非法的黑社会组织，例如意大利西西里的黑手党（Bandiera，2003）。 
    在制度分析的层次上，我们正逐渐从最基本的具体机制到中间层的治理结构，再到更高

层的正式制度，最后到达制度的顶层——非正式制度（Williamson，2000）。非正式制度在

正式制度缺失时发挥了治理交易的功能，或者相匹配地增强了正式制度的实施功能。然而对

                                                        
① 这里的商会是广义的，其范围从一个城市管理机构的分部到城市之间的组织，但是不包括垄断供给的手

工业者协会。 
② 这一结论的证明与结论 4 类似，参考Greif（2006）、Greif et al.（1994）。 
③ 证明过程参考原文定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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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正式制度我们还有许多迷惑：第一，非正式制度是如何起源的？上述模型提供了某种非

正式制度成为一种均衡的条件，但是我们还关心是否存在其他均衡以及均衡的稳定性。尽管

非正式制度因为其演化性质而难以在理论上明确区分起源、持续或变迁的阶段，但是我们必

须了解演化的力量以及方向。第二，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机制是什么？以声誉力量

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依赖于有效的信息传播和集体惩罚。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组织环境有不同

的传播成本，从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又可能依赖于正式制度。当不存在一个作为终极裁判者

的第三方时，声誉可能不起作用，此时有效率的合作依赖于初始状态以及双方的协调。第三，

非正式制度如何导致不同的社会组织和制度轨道的演化？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非正式制度，

从而会导致不同的正式制度和社会结构。要讨论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更遥远的时间长度、

更原始的自然状态和更广阔的理论视野。 
 

五、非正式制度与自我实施 
 

（一）HCIA 
经典博弈论外生地假定了参与人的信息集和策略集，这对于分析经过漫长的演化而形

成的非正式制度是有缺陷的。在 Greif（2006）看来，在经典博弈论中，参与人现在和未来

的行为都是预定策略（predetermined strategy）的一种展示而已。因为行为是一种均衡，所

以看不到促使制度变化的内生力量。一个完整的制度动态学理论应该内生化参与人的策略

集。在吸收政治科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文献、文化研究和演化制度主义的基础上，

以经典博弈论为建模工具，作者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HCIA）（Greif，1998）。HCIA 试 图 考

察历史在制度产生、持续或变迁中的角色，并通过时空的比较研究获取洞见，此外它明显地

依赖于具体环境的微观模型来进行经验分析。HCIA 认为规则、信念或规范以及组织属于制

度要素，它们通过人的互动行为决定了均衡制度，然后均衡制度反过来又影响作为外生均衡

的制度要素。制度要素被模型化为一种短期内不变而长期中变化的“准参数”。如果互动行

为在经历了准参数影响之后，均衡的支撑集更大了，那么自我实施的制度就持续，反之则变

迁（Greif and Laitin，2004）。 
HCIA 集中体现于 Greif（1994）这篇经典论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多数欠发达

国家都是集体主义社会，而发达的西方是个人主义社会。集体主义社会是“分割的”

（segregated），每个人主要与一个特别的宗教、伦理或者家庭集团的成员进行经济和社会

交往，契约的实施主要通过非正式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相反，个人主义社会是“整合的”

（integrated），经济交易发生在不同集团的成员之间，个人频繁地从一个集团迁移到另一个

集团，契约实施主要依靠专门的组织（如法院），并且个人信任非常重要。社会学家和人类

学家相信不同的社会组织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信念。Greif（1994）以威尼斯和马格里布两个

城市的商业模式为例，构建了正式的模型证明了不同的文化信念是一种均衡，并且它们会导

致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实施组织。类似地，Weingast（1997）从文化信念的角度将民主理解为

一种自我实施的均衡。 
假设基准模型（表 1）所表示的博弈在威尼斯和马格里布无限重复下去。威尼斯人信奉

个人主义，而马格里布信奉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对应着不同的策略组合。两

种策略组合的共同点是：在均衡路径上，委托人从未被雇佣的代理人中选择并继续雇佣代理

人，只要代理人没有欺骗或者关系没有中断。不同点是：在集体主义下，委托人从来不雇佣

一个骗子，并且仅仅随机地选择那些没有欺骗历史的代理人；在个人主义下，委托人不问代

理人的历史，是否继续雇佣取决于他当期是否欺骗。代理人的策略是当且仅当他至少得到最

佳工资 时守信。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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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6：假定 （尽管 在集体主义下更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策

略组合都是一个单边囚徒困境的子博弈完美均衡（SPE）。 

*w kγ − > *w

证明过程从略。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文化和威尼斯的个人主义文化源自他们分别信奉

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因此社会发展早期的文化“聚点”成为塑造不同文化信念和相关均衡

的工具。在集体主义文化信念下，雇佣商人作为代理人的最佳工资更低。这导致了一种横向

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个人可以同时充当代理人和商人。在个人主义文化信念下，过去的

欺骗行为并没有降低一个商人资本的回报率，而且让资本参与投资事实上提高了商人的保留

效用和相对于纯粹代理人的最佳工资，因此商人倾向于只雇佣纯粹的伙计，于是形成了一种

纵向社会结构。由于地中海的军事和政治变迁，威尼斯和马格里布都面临着对外扩张的机会。

马格里布人通过雇佣其他马格里布人以一种“分割的”方式做出反应，而威尼斯人通过迁移

和雇佣非威尼斯人以一种“整合的”方式做出反应，这是文化信念对均衡选择的影响的结果。

在集体主义文化信念下，集体惩罚主要依靠对“不恰当”行为的共同定义，而这是由非正式

制度（比如风俗和口述传统）决定的。在个人主义文化信念下，由于存在相对少的内部沟通，

因此必须发展正式的实施组织，例如法典和法院。 
（二）冲突与生产模型 
到目前为止，模型的制度环境或多或少地是被假定的。现在回到一种最极端的“原始

社会”：没有政府，没有法律，甚至没有任何制度。在这种自然状态下，最初的产权、货币

或星期制是如何成为自我实施的非正式制度并最终变成正式制度的呢？事实上，当政府由于

财政、法律和信息等原因缺乏实施能力时，在转型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地下经济”

就是这种自然状态的真实写照。近年来探讨产权起源的文献主要基于著名的“冲突与生产模

型”（Hirshleifer，1991），该模型假定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面临从事生产和从事冲突活动的

抉择——即“剑与犁”的冲突。这类文献有两条线索：一是假定当事人能够利用的资源属于

“公共池塘”（common pool）物品，例如 Skaperdas（1992）、Hirshleifer（1995）和 Hafer
（2006）；二是假定资源属于私人物品，例如Grossman and Kim（1995）和 Muthoo（2003）。 

为了获得一些简单的洞见，我们把基准模型（表 1）中委托人的策略改为（生产，冲突），

再把代理人的策略改为（冲突，生产），并维持假设 wα > 。假定委托人的类型是私人信

息，他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根据著名的 KMRW 模型，虽然（冲突，冲

突）是一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但是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实现（生产，生产）这一合作均衡。

此时，双方彼此承认现有产权，产权也由非正式制度变成正式制度。 
（三）演化的思想 
Schotter（1981）以修改信息集的方式拓展了另一条不同于HCIA的道路。作为将博弈论

方法引入制度分析的开创性经济学家，Schotter吸收了演化的思想，假定参与人在重复博弈

或超级博弈中继承了某些被社会认同的经验规则、规范、惯例和制度，因此可以接触到更多

的制度集合。① 带有演化特征的经典博弈论不再把制度均衡的唯一性作为优势，相反它力

求刻画制度的多样化均衡。 
仍以修改后的无限重复的双边囚徒困境模型为例，注意现在没有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

第三方。Schotter（1981）刻画了一个静态贝叶斯求解过程（SBSP），该过程中无论是商人

还是伙计都有四种纯策略：（诚实，诚实；诚实，欺骗；欺骗，诚实；欺骗，欺骗），以及

随机策略。这个模型的“演化”性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信息由一个规范所分配，而决

定规范的重要因素是博弈实施的历史；第二，当一种规范（以行动概率的方式）在上一期博

弈被采纳时，参与者使用该概率的权重将提高 ε（如 0.25＋ε），这将顺次决定下一期的新

规范。因此，均衡的解是一个稳定的解，而不会是单纯形内部或非收敛的边界点。 
                                                        
① Schotter在给本文作者的email中坦承，他借鉴了演化博弈论的思想，但使用的模型仍然是经典博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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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7：一个规范成为一个行为惯例或社会制度，当且仅当该规范是一个与有限博弈的

某个公开的均衡相对应的规范集合的一个角点。①

然后，作者将模型扩展至任意数量的参与者情形，建立了一个随机游走模型，计算了

收敛于任意均衡惯例的时间（首达时间）。从而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被模型化为一个马尔可

夫过程的收敛点（即角点）。 
 
通常认为，正式制度变迁的过程更短，因此从机制设计和统治者偏好的角度讨论其产

生或变迁是恰当的。而非正式制度的产生更接近于一个演化的过程，因此我们侧重于从重复

博弈论和冲突理论的角度讨论其起源，而不仅仅是其产生。当然，无论是正式制度的确立还

是非正式制度的演化，都是人类无意识的活动和有意识的计划相混合的结果，不同的只是程

度而已。从因果关系链上讲，要寻找制度起源的“万因之因”是不可能的。我们对制度起源

或产生的分析，对制度的定义，都依赖于我们进行制度分析的目的。因此，分析制度的不同

方法之间不存在明确的优劣之分。当我们分析长期变化的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信念）时，历

史学、社会学、生物学或人类学能给我们提供创见，此时我们需要“冰河似的视野”；当我

们分析短期变化的正式制度（如法律）时，实证政治学或法学可以给我们以启迪，此时我们

必须观察“刻度似的进展”。 
 

六、展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制度经济学从制度的角度复兴了现代经济学的鼻祖

Adam Smith 在其开山之作《国富论》中所探寻的终极经济学问题——国富国穷。竞争性的

市场经济只能算是一种特殊的制度，此外还存在许多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制度，包括人为设

计的经济机制，由利益集团博弈决定的政治、法律和产权等正式制度，以及自发出现的中介

组织、文化信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尽管经济学家在理解制度的产生、持续或变迁方面已

经取得了累累硕果，从而有利于通过制度改进来增进人类福祉的进程。然而，面对制度，我

们还有很多未知数。“我们离一个解释经济制度如何被决定以及为什么在国家之间不同的有

用框架还很遥远”（Acemoglu et al.，2005，第 388 页）。 
第一，进一步打开“集体行动”这个黑箱。集体行动是制度变迁的难题（Olson，1965）。

正因为组织问题如此重要，所以 North（1990）将组织看作制度变迁的实体，Greif（2006）
将组织看作是制度的一部分。然而集体行动就像是制度经济学的潘多拉魔盒：不打开它，就

无法洞悉制度变迁的奥秘；打开它，又令人棘手。经典博弈论强调了单个参与人在小数目人

群中互动时的策略行动和结果，但是目前还难以分析大群体中的多人博弈。尽管我们可以从

联盟的角度考虑不同集团之间的博弈，但是集团内部的集体行动问题仍然是一个难题。North
（1981）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可惜这一思路至今尚未有效地和博弈论结

合。最近，Bénabou（2008）分析了个人和制度互动时意识形态的内生形成以及相应的政府

干预均衡。 
第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制度经济学家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给予了比

较详尽的分析，但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却很少受到注意。也许唯一的例外是

Dixit（2003b）。Dixit 比较了关系型治理（非正式制度）和规则型治理（正式制度）在小社

区和大社区以及中等社区之间的治理效率。像中国这样处于转型之中的国家，在破坏了传统

的非正式制度的同时，却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新的正式制度。我们能否从中获知更多以便减

少这种阵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远不是替代或者互补那样简单，这涉及其中

一类制度的内生问题。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框架来分析这个复杂的问题。 
                                                        
① 我简写了这个结论，更完整的细节可参考Schotter（1981）的命题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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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低效率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阻碍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制度不仅普遍存在于欠发达

的非民主国家，而且存在于欠发达的民主国家。为什么长期的国际和国内竞争没有将那些落

后的制度淘汰呢？为什么“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会与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同时存在呢？亚洲不

同类型的国家的经济绩效对比表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Barro（1997）和 Mulligan et al.（2004）从经验上均表明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线性关

系。Acemoglu（2007）、Acemoglu and Robinson（2008）从理论上解释了这种“悖论”。

最近，聂辉华（2006，第五章）和 Gehlbach（2008）结合中国案例对此提出了一些解释。

我们猜测，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和有效率的经济制度都有可能强化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在全球

化时代，我们应该从国家博弈的角度来理解低效率制度的固化。从信仰的角度讲，如果竞争

不是促进制度效率的终极因素，那么我们需要重新为民主寻找经济学基础。但这一基础显然

不应简单地归结为统治者偏好。 
第四，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与发达国家不同，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

上承担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任。因此，理解政府的目标函数、实施能力和运行机制

对于理解制度变迁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似乎对此知之甚少。现实中的政府或统治者既不像契

约论（如Laffont and Tirole，1993）假设的那样仁慈，也不像掠夺论（如Olson，1993）假设

的那样贪婪。① 政府是由具体的政治家和官僚组成的，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目标函数和面

临的制度约束，而制度约束在另一方面又是内生于他们的行为的。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

应该借鉴新政治经济学关于官僚机制和政策制定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区分构成约束条件的制

度和受政府行为影响的内生制度。 
第五，制度变迁的最优目标和路径。俄罗斯与中国转型的不同表现使经济学家明白，不

存在一个普适的制度变迁目标和路径。不同国家应该在本国现有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及

两者互动的约束下，内生化本国转型的目标和路径。在我看来，一个纯粹追求社会福利最大

化的改革通常是“与虎谋皮”，因而难以避免失败。如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让社会各个利益

集团通过博弈内生出最优目标和路径，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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